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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五普”和“六普”中有关藏汉通婚的数据，对藏汉通婚进行分析：10年间，藏汉通婚人数不断增加；藏
汉通婚结构上，以藏族女性嫁给汉族男性为主，并且通婚提高了藏族女性的家庭地位。藏汉通婚的变迁趋势，与藏汉人口
流动、城镇化等因素有关。在姑且不考虑其他社会因素的前提下，藏汉通婚不断普及的趋势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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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umber of inter-ethnic marriage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an had been raised from 2000 to 2010; the

female dominate the inter-ethnic marriage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an，but the marriages could improve the family status of

female; with Chinese and Tibetan population movements and other factors，the future of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intermarry

trend will continue.

Key words: inter-ethnic marriage，Tibetan，change

收稿日期：2015-09-28

基金项目：科技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人口与发展数学模型与综合决策支持系统”（编号：2012BAI40B01） 部分研究

成果。

[作者] 刘中一（1970-），男，河北黄骅人，博士，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研究；张莉（1988-），

女，山东即墨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实习员，研究方向：民族人口研究。

族际通婚情况是测量不同民族相互关系和深

层次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我国几千年
社会发展与民族演变的历史中，藏汉通婚有着悠

久历史。对藏汉通婚的研究，学者们从社会学、
历史学、民族学等不同学科视角进行了研究。本
文利用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

数据，对藏汉族际通婚的有关方面加以定量的描

述和分析。
一、藏汉通婚的历史渊源
早在唐代，文成入藏和亲，就开启了藏汉民

族间通婚的先河。据史料记载，文成公主入藏时
随从有“力士若干人”及雕刻匠等，这些人后来
都在吐蕃安家落户，同文成公主一样成为藏汉通

婚的先驱。 《旧唐书·吐蕃传》 中有这样一个故

事，公元729年，当时的吐蕃赞普向唐玄宗上表

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
遂合同为一家”。[1] 这说明在唐代，藏汉上层社会
的关系已经是不可分离的了。
两宋时期，藏汉民族之间的通婚是当时河陇

吐蕃部落人口大大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宋人张
齐贤曾这样记载：“西凉蕃部，多是华人子孙，
例会汉言，颇知文字”。[2] 由此可以推测，当时汉
人和吐蕃部落联姻者肯定数量甚巨。
元朝的藏传佛教一直处于国教地位，因而吐

蕃教派势力自然受到元王室的特殊青睐。自大德
九年（1305） 至十年（1306） 正月，西番节续差

来西僧八百五十余人。虽然，元朝入汉的藏族主
要是从事佛事活动的藏传佛教僧侣为多。但是，

（第 36卷总第 178期） Guizhou Ethnic Studies （Vol.36.General.No.178）

2015年第 12期 贵州民族研究 No.12，2015

57· ·



也有一些民间的商贾和能工巧匠。他们的到来，
客观上为当时的藏汉通婚提供了可能性。
明代长期实行屯兵戍边政策。青海藏区的有

关文献曾记载，至明朝末年，西宁卫就驻有各类

将士共计约一万余名。当时的青海已是由汉、藏、
蒙、回、撒拉等多民族共同居住的一个重要区域。
各民族聚居使族群间互动交往增多，加上戍边将

士全为男性，在汉族人口性别比高度不平衡时，

藏汉通婚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选择。
到了清代，沿着川藏线，汉族部队和商人开

始向康区迁移，清代中期以后，进入康区（传统

藏族聚居区，今四川甘孜州和西藏昌都地区、云
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等部分）
的汉人身份趋向多元化，其中不少定居当地，藏

汉通婚者逐渐增多。
民国时期，藏汉的交流和融合进入了一个新的

层次。尤其是康区的藏汉通婚现象已经较为普遍，
并且发展出大规模的双向嫁娶。“藏汉结合的家庭
在康定特别的多，他们大多采用汉姓藏名，如王扎

西、张尼玛等，其中许多既按汉姓和汉族的排行辈
数取名，同时又随母亲或父亲取藏族名字。”[3]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我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

代专门安排汉族人进藏支援各项建设，包括干部、
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及家属，这个十分特殊的移
民集团促进藏汉通婚。与此相对应，新中国成立
后，藏汉通婚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不断增长，

70年代、80年代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
是在20世纪90年代又开始出现强劲反弹。虽然进
入2000 年后，藏汉通婚增长速度有所回落。
二、藏汉通婚十年间的变迁
（一） 藏汉人口以及婚姻状况十年间的变迁
藏族2010年总人口为628.2万，较2000年增长

了86.6万，10年增长率为15.99%。汉族2010年总
人口为12.2084亿，较2000年增长了8346万，10年

增长率为7.34%。藏族人口增长速度约为汉族的两
倍，增长较快。
表1 藏族分男女人口数量、在婚人口数量及性别比

藏族
总人口 在婚人数

2000 2010 2000 2010

男性 2697807 3155625 713375 834835

女性 2718214 3126562 737129 857994

合计 5416021 6282187 1450504 1692829

性别比 100.8 99.1 103.3 102.8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

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编《2000年
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第四卷生育中“表
4-4按户主与配偶的民族分的人口”（302-381页）
表“4-2 各民族分性别、婚姻状况的15岁及以上
人口（长表数据）”（294-295页） 和《2010年人
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资料》第四卷生育中“表4-4
按户主与配偶的民族分的人口”（503-624页） 及
表“4-2 各民族分性别、婚姻状况的15岁及以上
人口（长表数据）”（491-492页） 相关数据计算
而来。下文如没有特殊说明，数据皆来由此计算
而来。
藏族在婚人口2010年为169.3万，占总人口的

26.95%，比重比2000年略有升高。在婚人口中女
性多于男性。藏族人口的初婚年龄普遍比汉族低，
2010年藏族女性人口初婚年龄的峰值在19岁，比

2000年提前一岁。2010年藏族男性初婚年龄峰值
为20 岁，且晚婚比重高于女性。汉族男性初婚年
龄的峰值为22岁，比女性晚2岁。藏族女性18岁之
前的早婚比重明显高于汉族女性。
（二） 藏汉通婚数量十年间的变迁
1. 藏汉通婚人数

2010年藏汉通婚总人数为10万人，比2000年

增加6000人，其中藏族男性与汉族通婚人口增加

3562人，藏族女性与汉族通婚人口增加了2458人，

男性比女性多1104人。虽然从通婚性别比看，藏
族人口中与汉族通婚的仍然以女性为主（藏族通

婚性别比为64.6），但是10年来，藏族男性与汉族

通婚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女性。
表1 藏族分男女人口数量、在婚人口数量及性别比

藏族
总人口 在婚人数

2000 2010 2000 2010

男性 2697807 3155625 713375 834835

女性 2718214 3126562 737129 857994

合计 5416021 6282187 1450504 1692829

性别比 100.8 99.1 103.3 102.8

2. 藏汉通婚族际通婚率

族际通婚率应是指，在一定时期和一定人口

范围内，所有族际婚姻占婚姻总数的比值。藏族
与汉族的族际通婚率2010年为5.91%，2000年为

6.49%。2000 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反映出藏
族与汉族的通婚率经历了一个由高再到缓慢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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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这样的波动在20世纪80年代马戎对藏汉
通婚的研究中也出现，他对西藏的婚姻状况研究

发现，藏汉通婚从50年代到60年代不断增长，而

70年代、80年代下降。[4]

（三） 藏汉通婚结构十年间的变迁
1. 藏汉通婚性别比

族际婚姻中的性别比，为娶异族女性的本族

男子与嫁异族男性的本族女性之比。藏汉通婚性
别比2000年五普的时候为61.2，2010年六普的时

候上升为64.6。这两个数据以及变动趋势说明藏
族与汉族的通婚中，藏族女性嫁给汉族男性的人

数明显多于藏族男性娶汉族女性，但是这种差距

在缩小。藏汉族际通婚性别比偏高的原因可能有
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藏族多分布在西藏及西
南部偏远地区，到那里的谋生的汉族（包括国家

政策安排的） 以单身男性为主，许多人就以当地

的女性为择偶对象；另一方面，藏族并没有严禁

女子嫁给外族的限制，由于藏族男性有信仰佛教

的传统，本族内适婚性别比不均衡，这使得一部

分藏族女性嫁给外民族。
2. 藏汉通婚的家庭户主率

户主率是指在有配偶人口中，夫妻一方为户

主的比率。在族际婚姻中，若有些民族的成员更
多地居于户主地位，则可以推断这个民族在族际

婚姻中居相对主要地位。总体看，2000年到2010
年，藏族家庭中约90%的家庭仍然以男性为户主。
但是，女性户主的比重在不断提高，10年来女性

户主率由8.12%上升到10.36%。无论是藏族族内
婚还是藏汉通婚家庭，女性的户主率都呈上升趋

势并且，藏汉通婚家庭的女性户主率最高，为

13.51%。藏族女性的家庭地位不断提高，并且藏
汉通婚也有助于提高女性地位。
表3 2000年、2010年分性别分婚姻类型的藏族家庭户主率

藏族
户主率（%）

2000 2010 2000

男性 91.92 89.74 92.07

女性 8.12 10.36 7.93

藏族族内婚户

主率（%）

2010

89.91

10.09

藏族与汉通婚

的户主率（%）

2000 2010

89.73 87.35

10.06 13.51

三、影响十年间藏汉通婚变迁的因素分析
藏汉通婚离不开两个族群之间的接触和交往。

族群之间的空间距离及相互之间的接触机会是影

响藏汉通婚的因素之一。从人口学视角看，在宏

观层次上影响族际通婚的因素有：人口基本特征

（数量、结构等）、人口分布与流动及城镇化。在
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显然前者不太可能发生大

的变化，能够发生较大改变的只有后两者。
藏族人口分布传统上比较集中主要在西藏、

四川、青海和云南等地区。进入21世纪，随着市
场经济的发展，藏族流动人口逐渐增多，跨省流

动的比例有所提高，增长较快的有浙江、北京等
地。表4反映了2010年藏族流动人口为51.8万人，
比2000 年增长了80%。藏族人口流动范围不断扩
大，省内跨县和跨省流动的比重逐渐增多。此外，
伴随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藏族聚居
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大批汉族商人、服务业从业
者等流入。这种双向的人口流动促进了藏汉婚姻
关系的建立。
表4 2000年和2010年藏族分性别流动人口的

流动范围及比重

单位：%，人

藏族
本县

（市）

本省其他县

（市） 市区

省

外

外来人

口总数

流动人口占

总人口比重

2000 年总计 43.6 45.9 10.5 247430 4.57

男 22.7 22.0 5.4 123875 4.59

女 20.9 23.8 5.2 123555 4.55

2010 年总计 39.0 47.0 14.1 517760 8.24

男 19.9 23.2 6.7 257734 8.17

女 19.1 23.7 7.4 260026 8.32

与人口流动相一致，藏族人口在全国范围的

分布同期也发生较大变化。我们采用人文地理学
中GIS 技术对2000、2010年两次普查数据中藏族
人口在全国的分布，进行地理空间分析和可视化

呈现（见下图）。结果发现，全国范围看，藏族人
口分布一直呈现一个逐步收缩的态势。在全国31
个省级行政区划中，去除西藏、四川、青海、甘
肃和云南5个省（自治区），其余25个省级单位中，

有超过一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藏族人口在
这10年中出现下降，其中黑龙江、吉林及广西等
离藏族聚居区较远省区藏族人口减少幅度较大。
2010年，广西藏族人口由2000年的2194人下降到

815 人，吉林、黑龙江藏族人口下降幅度也大大
超过一半（黑龙江由1655人下降到58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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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藏族人口同期城镇化率也有了较大提

高。民族杂居区城镇化进程中，族际间接触、交
流更趋频繁，促成了民族混居并增进了与“异族”
的交往、了解，从而为族际通婚创造了客观条件.
[5]与2000年的12.83%相比，2010年藏族人口城镇化

率为19.72%，提高了6.89个百分点 （少数民族人

口总体城镇化率2010年为32.84%），越来越多的藏

族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藏族青年通过去外地学、
工作和外出打工等形式选择在条件较好的城市生

活。这不仅导致藏族传统的人口分布格局发了变
化，也加强了与汉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使

得在城市中的藏族青年与汉族的交往逐渐增多，

从而最终影响到两个民族之间的通婚。
四、藏汉通婚的未来趋势
尽管藏族在宗教信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

生活习俗方面和汉族还有较大不同，历史上的藏

汉通婚也受到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
社会宏观因素的影响。[6] 但是，综合上文的实证
研究结果，在姑且不考虑其他社会因素影响的前

提下，如果仅仅从人口学视角分析，我们仍然乐

见藏汉通婚总体呈现越来越普及之势。
首先，政府的相关政策将会对藏汉通婚的未

来产生方向性的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和藏区的不断城镇化，藏族人口流动将还会继续

增加，这将继续促进藏汉民族通婚，使藏汉通婚

呈现总体良好发展的趋势。

第二，随着工作和社会交往的增多，相互之

间的互动及文化融合会增强。基于藏区教育水平
的提高加上藏汉双语教育的推广，将使藏汉之间

的交往更加通畅，藏汉通婚人数总体上会继续上

升，通婚人口比重将稳中有升。
第三，通婚性别比将由现在的藏族女性外嫁

多逐步到男女平衡。由于藏族男性接受教育尤其
是高等教育、职业选择和迁移流动机会的增多，
将增加其通婚的机会，使通婚性别比渐趋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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